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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耗尽了吗？

蔡 昉

摘要：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就其所处发展阶段而言仍然偏高，因此，

在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进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任重道远。本文指出，在劳动力结构调整仍然滞

后情况下所出现的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现象的背后，存在一个深层的悖论，即虽然农业劳动力大规

模转移和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使农业生产开启了机器替代劳动的过程，但是，农业未能像理论所预

期的那样，实现与非农产业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趋同。本文尝试从户籍制度制约劳动力转移以及农业

经营规模制约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方面，阐释这个悖论产生的原因。在进行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

文借助发展经济学的 3个经典模型及其所强调的劳动力转移重点任务，对进一步实现农业劳动力转

移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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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在开始改革开放之时，就面临着一项历史遗产，即农业中积淀下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

生产实行家庭承包制改变了缺乏激励性的生产队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方式，使得这种劳动力剩余显

现出来。进一步地，在人民公社体制和票证制度等被废除之后，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并在迄

今为止的整个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具有特征性意义的现象。这个过程又与一个特有的人口转

变阶段相重合，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显著高于依赖型人口增长速度。这赋予改革开放时期的中

国经济以快速增长的特点。

秉持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文献，长期忽视这样一种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不愿意看

到自身理论假设与这种发展类型特征之间的抵牾。它们不仅把刘易斯创立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束之

高阁（Ranis，2010），也对具有典型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误读和误判（例如

Young，2003）。相反，早期发展经济学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经济发展类型，迄今仍然有助于人们认识

特定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特征
①
。

①
包括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在内的早期发展经济学经典文献，搭建起了该学科与农业经济学关于农业经济发展中作用

分支领域的主体学科结构。至今，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仍以这些文献为基础且围绕它们展开（例如Barrett et 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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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刘易斯称之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或二元经济发展（Lewis，1954）。

在其著述中，他阐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以及这个伴随着资本积累扩大和工业扩张的

劳动力转移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特殊阶段的经济发展过程，并且可以成为具有二元经济特点的国家

的发展模式。

其次，同一过程也可以称为“库兹涅茨过程”。库兹涅茨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分

析，揭示了刘易斯模型暗含的假设，即由于劳动力等要素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

产业，因而，从国民经济层面上看，劳动生产率可以不断得到提高（Kuznets，1957）。这个由于产

业结构变化而导致生产率提高的过程，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库兹涅茨过程”（参见Aoki，2012）。

最后，即便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无视这样一个发展类型或阶段，索洛式的经济增长类型对于认

识二元经济发展依然具有启示意义。一方面，新古典增长可以作为对二元经济发展类型进行反事实

观察的一个参照系。前者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劳动力短缺，因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从理

论上就暗含了打破新古典增长中资本报酬递减魔咒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既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

终究要消失，新古典增长可以被看作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结束之后的下一步走向或归宿。

在 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与此同时，相比经济史

上其他类似的发展经验，中国的这个发展过程也具有明显特色，即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解除对劳

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使剩余劳动力得以退出低生产率的农业和农村，跨城乡、地域、产业和行

业流动，进入城市和沿海地区的非农产业（蔡昉，2018）。因而，这一过程也发生着经济体制的转轨。

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劳动力转移，完全体现了资源重新配置的库兹涅茨改进。1978～2015年，

整体劳动生产率（实际劳均 GDP）提高了 16.7倍，其中，资源重新配置所做出的贡献达 44%（蔡

昉，2017）。劳动力转移和资源重新配置也是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即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高资本报

酬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较快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较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实现了高速

经济增长（Cai，2018）。

最终，中国经济迎来了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Cai，2016）。正如刘易斯

理论所预期的，一旦非农产业吸纳转移劳动力的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的速度，一个经济体终究

会到达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劳动力短缺成为一种常态，并且拉动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在

中国，这个转折点以民工荒的形式最初显现于 2004年。2010年后，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转变为

负增长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这种负增长通过对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资本回报率、资源重新配

置等经济增长因素的不利影响，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因而，经济实际增长速度自 2012年以后

出现常态下行（Cai and Lu，2013）。

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无疑从客观上要求经济发展类型从二元经济发展转向新

古典增长。相应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需要从与特定人口机会窗口相关的要素驱动型转向更加可持

续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转移的潜力已经耗尽。本文论述表明，发展

经济学经典文献对于认识中国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着眼

于探索如何把劳动力转移过程进行到底，通过揭示这个发展阶段劳动力转移的关键环节，提出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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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尚未完成

在过去的 4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创造的奇迹得到普遍的认同和赞叹。这一发展成就不仅仅表现

为GDP总量的增长，还表现在由诸如城市化进程体现的结构变化上。例如，1978～2016年，中国

城市化率从 17.9%提高到 56.8%，每年以 3.08%的速度提高，不仅远快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0.33%）

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39%），也明显快于更具有可比意义的处于相同人口转变阶段的“晚期人

口红利国家”的平均水平（1.75%），以及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1.65%）（蔡昉，2018）。

城市化本身就反映了人口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直接从农业劳动力比重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这一指标从 1978年的 70.5%下降到 2016年的 27.7%①
。笔者的估算则显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效果比统计数据所揭示的更为显著，近年来实际农业劳动力比重可能再低 10个百分点左右（Cai，

2016）。这种转移效果也表现为城乡普遍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以及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率持续上涨。

这会进一步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弱化，这个变化如果发生过快，则会使经济增长减速

超过可以承受的程度。

固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永远享受人口红利，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终究也会消失。相

应地，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问题在于，中国劳动力转移的潜力真

的耗尽了吗？是否还存在改善劳动力供给和重新配置的空间呢？下面，本文把中国放在一个国际比

较的视野来观察，通过数据来回答这个经验性问题。

图 1显示了 89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与农业劳动力比重之间的关系。图 1（a）和图 1（b）都

尝试揭示同一个事实。图 1（a）显示，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这来自于发

展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或被称为铁律），即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农业就业份额下降。图 1（b）

将图 1（a）进行局部放大，以便把中国所处的位置突出出来。从图 1（b）可以看出，相对于所处的

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是偏高的。即便按照笔者重新估计的数字（参见 Cai，

2016），即农业劳动力比重比这里显示的数字低大约 10个百分点，这一比值也仍然处在偏高的水平

上。

再进一步看，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继续下降具有很强的紧迫性。中国正处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行列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过渡的阶段。在图 1（b）中，2015年人均GDP处于中国水平之上至 13000

美元（当时，大约 12600美元被世界银行定义为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分界线）之下这个区间的国家

被标识了出来。其中，所有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都显著低于中国。通过计算除中国之外的其他 14

个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的算术平均值，可以发现，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入场券，是农业劳动力比

重下降到 12.6%左右。也就是说，中国要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话，农业劳动力比重需要再降低 15.7

①
详见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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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即便按照笔者所估算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中国也还有约 6个百分点的距离需要缩小。

如果把这些国家作为未来若干年内中国人均收入赶超的对象，它们也应该被作为就业结构转变

的直接参照。也就是说，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任务，就是进一步

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较高的时候，中国劳动力转移速度

就放慢了？例如，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从 2007～

2012年的 3.6%下降到 2012～2017年的 1.0%。劳动力转移速度的这一减慢，似乎成为“随着经济发

展水平提高，农业就业份额下降”规律的一种例外情形。对这个“例外”做出解释，有利于找到中

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领域的制约因素，以便打破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瓶颈。

图 1 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劳动力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aspx。

三、劳动生产率趋同悖论

按照经济学原理，当农业就业份额下降特别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时，农业与非农产业生产要

素配置的不均衡格局就会得到调整。这个调整过程不言自明的结果应该是出现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

生产率的趋同——即便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同一化。然而，事实却是，随着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

虽然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得到了大量转移，并且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但

是，预期的劳动生产率趋同现象却没有出现。

在以前的研究中，笔者曾运用统计数据和自己重新估算的数据，分别计算了以劳均增加值表示

的三大产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参见蔡昉，2017）。总体来看，1978～2015年，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了 5.5倍、13.5倍和 5.2倍（基于统计数据），或 9.0倍、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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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和 4.3倍（基于笔者自己估算的数据）。由于这里关心的是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的相对

水平及其变化，所以，将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基准（即令其为 1），进而观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

相对劳动生产率及其变化（见图 2）。由图 2可以看出，与经济理论所预期的不同，三大产业的劳动

生产率之间没有发生显著的趋同。

图 2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以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基准，令其为 1）

资料来源：根据蔡昉（2017）的计算结果。

进一步来看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和相对现状。从基于统计数据的计算结果看，按照

1978年的不变价格，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一直大幅度地高于第一产业，其 2015年的实

际劳动生产率达到第一产业近 16倍的水平；第三产业尽管没有这样的增长势头，但是，其 2015年

实际劳动生产率也仍然保持在第一产业 4倍多的水平上。如果按照笔者重新估计的劳动力分布数据

计算，在 1990年之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与另外两个产业劳动生产率趋同的变化状况；此后，

其差距拉开；到 2015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 8倍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

第一产业而言其差距是降低了，但绝对差距仍然存在，前者是后者的大约 3倍。

从发展经济学的意义上说，这里显然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一系列预期发生的现象皆发生了：

不仅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乃至迎来了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特征的第一个

刘易斯转折点，而且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明显的资本替代劳动现象，具有明显劳动节约型特点的农

业机械化快速推进；另一方面，上述现象应该导致的结果却没有出现，即没有出现劳动生产率在产

业间的趋同。与此相关的一个统计表现则是：农业的就业份额下降滞后于产值的下降。

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所独有。即便是如今的发达国家（例如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也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大大快于

农业就业比重的下降。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过程需假以时日，两者之间的离散现象会持续较长

时间。或者说，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趋同，要到人均收入达到很高水平时，农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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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被充分输送到非农产业时才真正开始（Barrett et al.，2010）。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别取决于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前者受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后者

则受到农业生产方式的制约。并且，分母和分子又是互为条件的，例如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方式

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阻碍农村劳动力彻底转移的户籍制度的顽固存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解

释因素，即其仍然发挥着干扰经济发展规律、阻挠生产率在产业间趋同的作用。如果进行深入考究，

即从农业生产函数角度来分析，就很容易发现另一个始终没有发生变化的事物，那就是农业的经营

规模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扩大。

从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的调查数字，到 1997年和 2006年的两次农业普查数据，乃至最新的估计

数据，每个农户平均耕地面积大体保持 0.67公顷未变。这个规模仅相当于世界银行定义的小土地所

有者（2公顷）的 1/3。在这样狭小的土地规模上持续追加节约劳动的物质投入，不可避免地导致资

本报酬递减。蔡昉、王美艳（2016）的研究表明，把改革初期 1978～1984年的情形与 2007～2013

年的情形进行对比，粮食生产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了数十倍，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则显著地降

低了。

事实上，在农业生产物质费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出现严重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才导致劳动生产率未能伴随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表示的是每个劳动力创造的有效产

出，而最终产出不仅取决于劳动投入，还取决于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土地面积的制约导致资本报

酬低下，抑制了农业产出效率，劳动生产率也不能得到预期的提高。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趋同悖

论的产生根源在于农业生产方式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现代化。或者也可以说，资本深化或资本劳动比

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四、是时候讨论第二个转折点了

笔者在之前提出、争辩和研究刘易斯转折点时，主要的工作是做出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到来

的判断 ，当时面对的主要状况是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部分学者由于误以为刘易斯转折点是以

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达到一致为标志的，因而否定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鉴于此，为

了避免概念的混淆，之前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意回避了第二个转折点的问题。劳动生产率趋同

悖论现象在第一个转折点之后愈显突出，因为此前政策的关注点尚在于解决劳动力过剩从而农业劳

动的边际生产力极低问题，此后则越来越重视既定的劳动力投入下农业产出的增长问题。这就提出

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话题，即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问题，而这在理论上与第二个

转折点密切相关。虽然本文未必要得出第二个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但对其进行讨论的时机似乎已经

成熟。

图 3显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从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全过程。其中OYX
为农业总产出曲线。这个发展过程的起点是存在过剩劳动力，以OL表示最初使用的全部劳动力。

劳动力转移即从L向左移动，直至 0L 点之前，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都是零。从总产出曲线看，从Y 点

左边开始，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开始为正数，即曲线上每个点的斜率均大于 0。所以， 0L 或Y 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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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该点之后，随着劳动力继续转移，劳动边际生产力逐步提高，并向OX 曲

线的斜率所代表的劳动的平均生产力趋近，直至到达劳动力转移的 1L 点（对应着产出曲线上的Z
点），即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与劳动的平均生产力相等，即Z 点的切线

与OX 平行。这就是所谓的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标志着二元经济发展的结束。此

后，如果劳动力继续转移，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开始大于劳动的平均生产力，农业中的工资便不再是

由制度所决定的对劳动力平均生产力的分享，而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由边际生产力决定。

图 3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几个阶段及其特征

问题在于，从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开始，既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再为零，劳动力的进一步转

移就要求（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否则，这个转折点便被拉尼斯和费景汉（参见 Ranis and Fei，

1961）所不幸言中而成为食品短缺点。可见，这个转折点十分重要，此前是劳动力转移提高劳动生

产率，而此后则要求通过生产方式现代化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以支撑劳动力的继续转移。足见，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要求，是随着劳动力转移的进程而不断增强的。由于到达第二个刘易斯转折

点之后，二元经济发展变为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已经不再是刘易斯等发展经济学家所讨论的关注

点。然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真正关心经济发展本身而不是满足于构造理论

模型的经济学家必须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从第一个转折点到第二个转折点乃至其后，无论在

哪个阶段上，都必须高度重视劳动生产率问题。

所以，笔者在图 3中增加了一条曲线
'OX ，表示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力在OX 基础上的提高。

这样的话，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支撑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从图 3中可以看到，劳

动力可以从 1L 进一步转移至 2L 这一点，与之对应的则是总产出曲线上的
'Z 点，该点的切线与新的

劳动平均生产力曲线
'OX 平行。也就是说，农业就业份额的下降是无止境的。目前，世界银行定义

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 123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平均农业劳动力比重仅为 4%。而农业劳动生

产率的不断主动提高，便是持续的劳动力转移或农业就业份额下降的支撑。

在以往的研究中，笔者论证了中国已经于 2004年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参见 Cai，2016）。因这

个转折点以普通劳动者的供给短缺及工资上涨为特点，而并不以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0

农
业
总
产
出

农业劳动力

L0L1L2L

Z

Z 

X  Y X
农
业
总
产
出



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耗尽了吗？

- 8 -

相等为条件，因此，这里所说的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谓的“第一个转折点”。从

那之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劳动年龄人口于 2010年之后出现负增长，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加快消失。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迎来了第二个转折点呢？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当然是一

个必须由经验研究回答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从操作层面看是难以回答的。从本质上说，以农业

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否为零作为判断第一个转折点的依据，以及以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否与非

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作为第二个转折点的依据，都是理论意义上的界定，而在统计意义上

并没有如此简单的确定性。毕竟，估计一个生产函数并不意味着完美刻画经济活动本身，各种制度

安排和其他干扰因素会使统计表征与经济现实产生偏离。

另一方面，就经济现实而言，以估算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方式对转折点是否来临做出判断也并非

必要，毕竟，经济现实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真实表现，比经济学家所估算的生产函数中的系数更为

可靠。首先，第一个转折点会以此前从未发生过的劳动力普遍短缺，特别是由此导致的普通劳动者

工资的上涨更能证明自身。之所以需要识别这个转折点是否到来，是因为它标志着二元经济发展的

一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对于经济和社会政策具有全新的涵义。其次，第二个转折点的到来，最终也

将表现为农业不再是向外输出劳动力的产业，就业者的进入和退出不再是趋势性的，而是一个常态

的职业选择，他们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随时随地发生双向流动。

而且，转折点其实只是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事实的一种特征化概括，其政策含义在于从中认识

特定发展时期最突出的问题，找到打破制约的途径。因此，讨论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并不意味着

需要做出其是否到来的判断，本文也无意于估算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而是把农业就

业份额下降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予以观察，着眼于揭示不同阶段的理论和现实要点以及相应的政策

含义。

五、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

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有 3个最经典的劳动力转移（流动）模型，分别为刘易斯模型、托达罗

模型和费-拉尼斯模型，分别由 Lewis（1954）、Todaro（1969）、Ranis and Fei（1961）独创性地提出，

相互之间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互补性。需要指出的是，这 3个模型都对劳动力迁移进行了全过程的

理论阐述，而并非各自对应着不同的发展时期或迁移阶段。

但是，每个模型最突出的贡献点却不尽相同。例如，刘易斯模型强调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

零，因而，工业在扩张的过程中，能够以不变的工资水平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托达罗模型强调

劳动力迁移（来自农村的）推力和（来自城市的）拉力，以及各种力量的均衡对迁移过程的影响；

费-拉尼斯模型则强调第一个转折点（或如他们所称的“食品短缺点”）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

重要性。

在抓住每个模型最突出的贡献点之后，为了更好地概括和刻画中国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些特

征化事实和对应的挑战，本文把劳动力转移或迁移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将其分别称为“刘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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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阶段”“托达罗转移阶段”和“费-拉尼斯转移阶段”。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也指出了每个阶段

在图 3中所对应的区间，以及标识重要阶段变化的转折点。

第一是刘易斯转移阶段。这个阶段在图 3中表现为L到 0L 阶段，其特征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

力为零，因此，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始终保持不变，减少劳动力对农业生产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所以，这个时期的劳动力转移是“无条件的”。在中国，这个转移过程开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初，

即家庭承包制从局部探索到全国范围推广的时期，终止于 2004年，那时，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

为特征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或食品短缺点就到来了。

在口径上具有一致性的外出（或离开本乡镇）农民工数量调查可以追溯到 1997年（蔡昉，2005），

本文对其进行一定修正后与 2001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连续数据进行了衔接（见图 4）；本文

研究也获得了 2001年以后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数据。虽然此前没有可得的工资数据，但根据国家统

计局负责人介绍 2004年一项调查时的说法，此前 20年间农民工工资没有实质性增长，仅为 600元

左右
①
。按照这个思路，本文假设了一个 1997年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水平，并按照每年 1%的增长

率与 2001年实际调查数据相衔接。这样，从图 4可以观察到，以 2004年为转折点，之前表现出劳

动力无限供给和工资不变的特征，之后呈现出劳动力供给弹性减小和工资迅速上涨的趋势。

图 4 外出农民工人数和实际工资变化

资料来源：2001 年之后的数据来自《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1～2017 年，历年，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1997～2000 年外出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详见

http://iple.cssn.cn/ldjjx/yjsj/）数据调整得到；1997～2000年的迁移人数参见蔡昉（2009）。

第二是托达罗转移阶段。这个阶段在图 3中表现为 0L 到 1L 阶段，即跨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

之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开始为正，但仍然小于平均劳动生产力。由于非农产业对转移劳动力

的需求保持强劲，劳动力短缺与工资上涨持续存在。自 2004年跨过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

的劳动力转移就一直处于这个阶段。图 4中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非熟练劳动力供给增长的减慢和工资

的加速上涨，恰当地刻画了劳动力转移这个阶段的特点。

①
数据来源：《工资 20年几乎不变，李德水解读民工荒经济原因》，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3149315.html。

http://iple.cssn.cn/ldjjx/yjsj/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31493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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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时农业中已经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形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推力与非农产业

工资提高的拉力同时并存的局面。此外，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还来自一系列体制因素，并且往

往不是期望的方向。例如，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排斥政策，就产生了不利于劳

动力流动的反推力。因此，在这个阶段，要推进相关制度改革才能使劳动力流动畅通。

第三是费-拉尼斯转移阶段。这个阶段在图 3中表现为 1L 到 2L 阶段，即跨越第二个刘易斯转折

点之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已经大于平均劳动生产力。根据理论假设，到了这个阶段，农业与

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已经相等，似乎劳动力流动已经不再系统性、单向性地仅从农业到非农

产业，相应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也不再存在，而应该是有来有去的双向流动，因而，本来没有必要

再划分出一个特殊的劳动力转移阶段。但是，有两个理由使得本文仍然要关注这个阶段，甚至超前

关注这个阶段。第一，为了实现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无缝衔接，需要把理论上做出的发展阶段划分

在现实中予以突破，模糊其边界。第二，实际上，在高收入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几乎不存

在下限，甚至各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也只具有理论意义。因此，仍然可以预期农业劳动力的

持续且大幅度转移。而之所以把这个阶段冠名为“费-拉尼斯转移”，重在强调必须靠农业生产方式

的现代化，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支撑和驱动劳动力转移。因此，为了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

以及打破“劳动生产率趋同”悖论，本文虽然以这个阶段为落脚点进行讨论，却旨在强调这个任务

是贯穿所有阶段的。

六、结论和政策含义

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农业劳动力比重相应显

著降低，但是，无论是从国际视角进行比较，还是从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未发生预期的趋同

现象看，都表明中国的“库兹涅茨过程”尚未完成。国际经验表明，农业生产方式实现现代化从而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是推进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必需（进而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而且是国

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四化同步”的要求就是要避免农业劳动生产率滞后对整体经济产

生“拖后腿”效应。当前，妨碍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继续进行的因素是体制性的。

户籍制度仍在发挥阻碍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稳定定居和就业的功能。城镇化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而户籍制度改革却采取了渐进方式推进，两者的节奏并没有实现完全同步，因此，在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形成了一个缺口。常年外出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被统计为常住城镇人

口，却没有获得城镇户口，使这个城市化过程在微观层面上呈现出农民工个人的终身就业周期“有

来有去”的特征。只有推进并完成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才能保持劳动力转移持

续进行并使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沉淀下来。

不能实现彻底的身份迁移，农民工就缺乏在城市稳定居住和就业的预期。同时，农村土地流转

在上制度存在缺陷，即不能使农民以可支配产权的形式对土地进行重新配置，导致土地流转不充分，

不能按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要求实现规模扩大。从农民工的构成可以看到，不彻底的转移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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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流转的障碍。在 2017年 2.87亿农民工中，40.0%只是在本乡镇内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
①
，他

们还会兼顾农业生产；46.7%为离开本乡镇就业的农民工，其家庭其他成员仍然在农村务农；只有

13.3%为举家外迁
②
，可能具有转出土地的意愿。此外，在年轻人外出务工而留下的务农人员年龄偏

大的情况下，农村较低的人力资本也会构成对使用现代化生产要素的制约，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国际经验表明，以城市化率提高和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为标志的结构变化，是经济和社会现代

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能有所例外。因此，围绕这个结构变化要求，应该

聚焦两个互为条件的目标继续推进改革：一是继续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真

正把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下来；二是坚持推动以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土地

制度改革，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至少要完成这两个关键领域的改革，才能在推进农业生产方

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加快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最终消除二元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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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China’s LaborMobility Exhausted Its Momentum?

Cai Fang

Abstract: Comparing to the countries at similar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hare of agricultural labor in China is still

large, which indicates a big challenge facing China in reducing its labor share in agriculture during its transition from

upper-middle income status to high income status. Recognizing the slowdown of labor transfer before the task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is completed, this article reveals a paradox resulting from the phenomenon. That is, even though a large amount of

labor force has been massively migrated from the agricultural to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the share of agricultural labor has

substantially declined, and as a result, there has been a process of capital replacing labor, the level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 has not been converged to that in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The study points out two causes, namely, the exist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functioning to prevent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permanently settling down in urban areas, and

an extremely small scal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that restricts the enh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reference to

three classic theoretical model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to labor migration, the study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LaborMigration; Paradox of Labor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Second Lewis Turn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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